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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资源的视角, 在团队和个体两个层面探究了跨界行为分别对团队创造力和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以及

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采用多阶段−多来源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团队层面上, 团队跨界行为会提高团

队创造力, 但在个体层面上, 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增加员工的角色压力对个体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角色宽度自我效

能感调节了上述关系, 相比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员工实施了跨界行为

后更容易产生角色压力, 对个体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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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问题提出 

在当前中国大力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

背景下, 企业面临的环境瞬息万变, 这就需要企业

时刻关注外部环境, 从企业外部搜集信息、获取资

源以应对动荡不安的局势, 从而在残酷的竞争中取

胜。所以企业越来越多的、迫在眉睫地鼓励员工进

行跨界行为。跨界行为(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指个体从组织外部获取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

组织内部人员的行为(Katz & Tushman, 1983)。跨界

行为包括团队和个体两个层面, 现有文献大都在这

两 个 层 面 上 分 别 展 开 研 究 (Marrone, Tesluk, & 
Carson, 2007)。然而团队跨界行为首先是在个体层

面上产生的, 之后才汇聚到团队层面(Chan, 1998), 
两个层面的跨界行为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个体跨

界行为是团队跨界行为的基础 (刘松博 , 李育辉 , 
2014)。此外根据跨界行为的概念, 跨界行为同时涉

及员工和团队两个方面, 会对这两个方面同时产生

影响, 其中员工是跨界行为的实施者, 员工所在的

团队是跨界行为的行为对象。跨界行为对行为实施

者和行为对象是否具有相同的效应？现有的研究

没有系统回答这一问题。因此, 同时在团队和个体

两个层面研究跨界行为, 对全面深入理解跨界行为

对不同层面结果变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团队层面上团队跨界

行为会提高团队创造力(徐建中, 曲小瑜, 2014), 但

是在个体层面上员工跨界行为会对个体创造力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 对这一问题我

们仍然知之甚少。很多情况下跨界行为是超越角色

规范要求的角色外行为, 实施跨界行为需要占用员

工大量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等资源(徐磊, 2019)。即使

是角色内要求员工跨界, 员工同样需要消耗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并获取对团队有用

的信息(Katz & Tushman, 1983)。创造力的相关文献

表 明 充 足 的 资 源 是 提 高 个 体 创 造 力 的 必 要 条 件

(Amabile, 1988)。因此从资源的角度来看, 跨界行

为会妨碍个体创造力。虽然已有学者意识到了跨界

行为可能存在消极影响(Marrone et al., 2007), 但是

没有进一步深入探究跨界行为的消极影响是如何

产生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鉴于此, 本研究从资源的视角出发, 基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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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理论和先前的相关研究(Hobfoll, 1989, 2001; 
Hobfoll, Halbesleben, Neveu, & Westman, 2018), 构

建并实证检验了跨界行为分别在团队和个体两个

层面上对创造力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究这些影响是

如何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的。资源保存理论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认为个体资

源损耗会引发个体紧张和压力进而对个体产生不

利影响(Hobfoll, 1989; Hobfoll, Halbesleben, Neveu, 
& Westman, 2018)。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我们认为

在团队层面上, 跨界行为会为团队获取资源从而促

进团队创造力, 但在个体层面上, 员工跨界行为会

消耗员工的资源, 给实施跨界行为的员工带来角色

压力, 从而降低该员工的个体创造力。此外, 资源

保存理论的相关文献表明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体

产生压力的过程(Hobfoll, 2001; Hobfoll, Freedy, & 
Geller, 1990)。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检验了角色宽度

自我效能感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1.2  跨界行为与创造力 

Hobfoll (1989)最早提出了资源保存理论。该理

论 认 为 个 体 总 是 努 力 获 取 、 保 存 和 保 护 资 源 。

Hobfoll (1989)将资源定义为“个体特征、条件、能

量等让个体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获得这些东西

的方式”, 包括物质资源(如厂房)、条件资源(如资

历、职位)、个体特征资源(如自我效能感、智商)
和能力资源(如时间、知识)。这些资源之所以被个

体 认 为 有 价 值 是 因 为 它 们 能 够 帮 助 个 体 实 现 其 
目标。 

创造力的相关文献表明充足的资源是提高个

体创造力的必要条件(Amabile, 1988)。资源不充足是

阻碍个体创造力的重要因素(Amabile, 1988)。没有

足够的资源(如时间和知识), 个体将无法发现问题、

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de Jonge, Spoor, 
Sonnentag, Dormann, & van Den Tooren, 2012)。根

据资源保存理论, 获取、保存和保护资源是个体维

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不仅个体如此, 团队也一样, 团队为

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会不断地获取资源。团

队跨界行为是团队获取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团

队层面上 , 跨界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团队目标

(Choi, 2002), 在与外部进行互动过程中, 员工会有

意识地获取对团队有用的信息和资源。通常情况下, 
这些资源是团队内部缺乏的, 与团队内部的资源相

比, 它们是异质的、新颖的。而异质的、新颖的资

源是提高团队创造力所必须的 (张大力 , 葛玉辉 , 

2016)。此外, 跨界行为团队会主动与组织高层领导

建立联系以取得高层领导的支持与承诺(Ancona & 
Caldwell, 1992), 这对于提高团队创造力是非常重

要的, 因为创造性活动具有很大的风险, 很容易失

败(朱金强, 徐世勇, 张丽华, 2018)。获得领导的支

持可以解决团队的后顾之忧, 使团队放心地投入创

造性活动中, 从而提高团队创造力。实证研究表明

团队跨界行为会提高团队创造力(徐建中, 曲小瑜, 
2014)。 

但在个体层面上, 首先, 无论是角色内还是角

色外的跨界行为, 跨界员工都需要长时间密切关注

外部环境, 从外部庞杂而又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获取

对团队有用的信息, 还需要将这些信息转化成团队

成员能理解的知识, 然后传递给团队成员(Katz & 
Tushman, 1983), 这个复杂的过程本身就会消耗员

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实证研究表明员工跨界行为

与员工的资源损耗显著正相关(徐磊, 2019)。其次, 
无论是角色内还是角色外的跨界行为, 只要员工跨

界就意味着员工需要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维持联

系(Ancona & Caldwell, 1992), 应对各种各样不同

类型的人, 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过多的外部

人际交往活动会干扰员工的注意力, 导致员工无法

集中精力在创造性工作上, 从而对个体创造力产生

不利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跨界行为会降低员工的工

作专注度(Ramarajan, Bezrukova, Jehn, & Euwema, 
2011)。最后, 对于角色外的跨界行为, 一方面, 员

工 一 般 需 要 在 正 式 工 作 时 间 之 外 进 行 跨 界 行 为

(Paul, Scott, & Sarah, 2011), 通常会占用员工的休

息时间, 导致员工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工作中恢复过

来 , 而 恢 复 体 验 是 提 升 员 工 创 造 力 的 重 要 因 素

(Eschleman, Madsen, Alarcon, & Barelka, 2014)。另

一方面, 员工需要平衡角色内的任务工作和角色外

的跨界行为, 这会花费员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个

体的时间和精力等资源是有限的, 跨界行为大量损

耗个体资源会导致个体花费在创造性活动中的资

源减少, 从而不利于提升个体创造力。综上, 我们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在团队层面上, 团队跨界行为促进团

队创造力。但是在个体层面上, 员工跨界行为会降

低该员工的个体创造力。 
1.3  角色压力的中介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实际的和潜在的资源损失

都会引发个体的压力反应, 当产生压力后, 个体会

采取措施缓解压力(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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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根据该理论我们提出员工跨界行为会消耗

该员工的时间和精力等资源从而引起员工的角色

压力, 进而对个体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角色压力

指个体不能有效地完成角色期望时产生的一种压

力, 包括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过载三个方面

(Kahn, Wolfe, Quinn, Snoek, & Rosenthal, 1964)。角

色冲突指员工无法同时满足多个角色的不一致要

求 或 期 待 (Kim, Murrmann, & Lee, 2009; Rizzo, 
House, & Lirtzman, 1970)。角色模糊指员工对自己

扮演的角色不明确或缺乏应有的理解, 无法获得清

晰的角色期望(House & Rizzo, 1972; Rizzo et al., 
1970)。角色过载指角色期望超出了个人能力所能

承受的限度(Singh, 1998)。 
角色压力往往发生于跨边界活动中 (王三银 , 

刘洪, 刘润刚, 2017)。无论是角色要求员工跨界, 
还是员工角色外跨界, 只要员工实施跨界行为, 员

工就需要与外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接触, 在与不同

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过程中员工需要扮演不同

的角色。每一种角色对员工的要求不一样, 有时甚

至是冲突的(Ramarajan et al., 2011), 员工频繁的进

行跨界活动, 就需要不断的在多种不同甚至可能冲

突的角色之间进行切换。一方面这容易引发员工的

角色冲突, 另一方面也会使员工产生困惑, 对自己

定位不清晰, 导致出现角色模糊。如果跨界行为是

角色外行为的话, 一方面, 跨界行为员工除了承担

团队内的角色任务外, 还需要额外承担从外部获取

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给信息等多重任务, 这本身

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量, 会大量消耗员工的时间和精

力等资源 , 容易引起员工角色过载(邓春平 , 刘小

娟, 毛基业, 2018)。实证研究表明消耗员工时间和

精力的角色外帮助行为容易使员工产生角色压力

(陈晓暾, 陈欢, 罗文春, 2020)。另一方面, 角色内

的任务工作和角色外的跨界行为对员工的要求可

能并不一致, 这容易导致员工产生角色冲突。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当个体产生压力后会采取

措施防止资源进一步损失(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创造性活动是一种会大量消耗员工资

源的活动。当跨界行为员工因资源消耗过大产生压

力后, 会导致该员工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到创造性

活动中, 为了防止资源进一步损失, 员工就会减少

对 创 造 性 活 动 的 投 入 , 选 择 放 松 来 恢 复 资 源 (de 
Jonge et al., 2012), 等资源恢复后再投入工作中。实

证研究表明角色压力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投入(王国

芳, 韩鹏, 杨晓辉, 2014)。此外, 角色压力往往伴随

情绪耗竭(王红丽, 张筌钧, 2016), 情绪耗竭状态下

的员工通常缺乏工作动力(万颖莹等, 2011), 没有

动力投入到创造性活动中。实证研究表明角色压力

会 降 低 员 工 的 创 造 力 (Çekmecelioglu & Günsel, 
2011)。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  

假设 2: 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增加员工的角色压

力从而降低员工的个体创造力。 
1.4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更不

容易受到资源损失的影响, 并确定了自我效能感为

一种重要的个体特征资源(Hobfoll, 2001), 是维持

个体资源库的重要因素(Hobfoll, 2001, p. 349), 影

响资源损失导致压力产生的过程(Hobfoll, 2001)。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效能感, 并

且与跨界行为和角色压力这两个变量密切相关。据

此我们提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会调节跨界行为

与角色压力之间的关系。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指员

工对自己执行范围更广、主动性更强并超越工作职

责要求的任务的能力感知 (Hwang, Han, & Chiu, 
2015)。它是自我效能感的一种具体形式, 强调员工

是否有信心执行更广的角色外行为(Galperin, 2012)。 
跨界行为是一种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

活动(Marrone et al., 2007), 实施跨界行为会消耗员

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等资源。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

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特征资源(Hobfoll, 2001), 能

够帮助员工抵御实施跨界行为带来的资源损耗。根

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2001), 角色宽度自我效

能感高的员工拥有更多的资源, 而具有较多资源的

员工对资源损失更不敏感, 更不容易产生压力。具

体来讲, 与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员工相比, 高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员工更加自信, 他们相信自

己能够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Marrone et al., 
2007), 这份自信能够帮助员工减缓跨界行为带来

的资源损耗, 从而降低跨界行为的负面效应, 减轻

角色压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更加相

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超越本职工作的任务(廖辉尧 , 
梁 建 , 2015), 有 信 心 执 行 更 多 的 角 色 外 行 为

(Galperin, 2012), 他们具有较高的应对挫折的能力

(Hartog & Belschak, 2012), 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各

种困难(廖辉尧, 梁建, 2015)。因此在面对跨界行为

的挑战性和复杂性, 相互冲突的角色要求、角色模

糊和角色过载时, 他们有信心扮演好各种角色, 相

信自己能够处理这些问题, 即使实施再多的跨界行

为也不容易产生角色压力。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



4 心    理    学    报 第 52 卷 

 

出如下假设:  
假设 3a: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调节员工跨界

行为与角色压力之间的关系。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

效能感越高, 员工跨界行为对角色压力的正向影响

越弱。 
进一步, 员工的角色压力降低后, 员工投入创造

性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提高。尤其是高角色

宽度自我效能感员工, 他们会以更加超脱的状态激

发主动和创新行为(Parker, Williams, & Nick, 2006), 
更加积极的从事创造性活动。综合假设 2 和假设 3a, 
我们提出如下的第一阶段被调节中介模型假设:  

假设 3b: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调节角色压力

在员工跨界行为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员

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越高, 角色压力的中介作用

越弱。 

2  方法 
2.1  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北京、深圳、上海的几家

企业, 主要涉及金融、咨询、互联网等行业。研究

者事先向各企业负责人说明调查目的, 并让他们确

定能够参与调查的下属和主管的名单, 然后我们根

据名单对问卷进行配对编号。问卷发放以纸质版为

主, 少量问卷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给调查对象。 
为了尽可能减少同源偏差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

多阶段−多来源的方式收集数据。数据收集分两次

进行, 分别从下属和主管两个来源收集。在第一阶

段, 邀请到 620 名下属参与调研。我们让下属评价

自己的跨界行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角色压力

以及下属的个人基本信息, 该轮调查共得到 590 名

员工问卷。大约 1 个月后进行第二阶段的数据收集, 
邀请到 135 名主管参与调研。我们让主管评价第一

阶段已经完成问卷的下属的创造力和主管的个人

基本信息, 该轮调查共得到 120 名主管问卷。 
两轮调研后, 我们根据事先确定好的编号对下

属和主管问卷进行配对。删除无法配对和填写不完

整的问卷后, 最终获得 536 名员工问卷(有效回收

率 90.32%)和 111 名主管问卷(有效回收率 82.22%)。
团队规模(即每名主管评价的下属人数)在 3~8 人之

间, 平均团队规模为 4.83 人。其中, 在下属样本中, 
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男性占 48.1%。在学历方面, 本

科最多, 占 61%, 其余依次是大专占 22.8%, 研究

生及以上占 8.2%, 中专及以下占 8%。52.6%的员工

已婚。下属的平均年龄 29.97(SD = 4.49), 在本单位

的平均工作年限为 3.66 年(SD = 3.84)。在主管样本

中, 男女比例也基本持平, 男性占 55%。在学历方

面, 本科最多, 占 65.8%, 其余依次是大专占 16.2%, 
研究生及以上占 16.2%, 中专及以下仅占 1.8%。

81.1%的主管已婚。主管的平均年龄 34.05(SD = 4.68), 
在本单位的平均工作年限为 5.85 年(SD = 3.97)。 
2.2  测量 

跨界行为。采用 Faraj 和 Yan (2009)开发的跨

界行为量表, 让员工评价自己从团队外部为团队获

取信息和资源的程度, 采用 7 点量表, 从 1 到 7 分

别代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共 4 个测量题

目, 典型的测量题目如“我会与团队外的重要人物

接触为团队获得信息和资源”。下属对自己的评价

作为个体层面的员工跨界行为, 参照 Marrone 等人

(2007)的做法, 将每个团队内所有员工跨界行为取

均值作为团队层面的团队跨界行为。之所以取均值, 
而不是方差或最大值或最小值, 是因为方差法适合

于探究团队构成多样性的变量, 如年龄多样性。而

最大值或最小值法适合于团队结果完全依赖于团

队 中 单 个 人 的 情 况 (Barrick, Stewart, Neubert, & 
Mount, 1998)。在本研究中, 团队跨界行为主要关注

团队整体跨界行为的多少, 并不是关注团队跨界行

为的多样性, 所以从我们的理论关注点上来看, 并

不适合采用方差法。团队整体跨界行为的多少不是

由团队中某个人的跨界行为单独决定的, 而是由团

队成员整体联合起来决定的, 所以团队跨界行为也

不适合采用最大或最小值法。同样的道理, 团队创

造 力 也 采 用 均 值 法 来 聚 合 。 员 工 跨 界 行 为 的

Cronbach’s α 为 0.80, 团队跨界行为的 Cronbach’s α
为 0.79。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采用 Parker (1998)开发

的量表, 共 7 个测量题目, 典型的测量题目如“我能

够联络公司以外的人(如客户)来讨论问题”。采用 5
点量表, 从 1 到 5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73。 
角色压力。采用李超平和张翼(2009)开发的量

表, 共 13 个测量题目, 其中 5 个为反向计分题目。

采用 5 点量表, 从 1 到 5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典型的测量题目如“我从两个或者更

多的人那里接收到互相矛盾的要求”。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76。 
创造力。采用 Zhou 和 George (2001)开发的量

表, 共 13 个测量题目, 让主管评价下属的创造力, 
采用 5 点量表, 从 1 到 5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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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典型的测量题目如“他/她会提出新方

法来实现工作目标”。主管对每位下属的评价作为个

体层面的个体创造力, 将主管对团队内所有员工的

评价取均值作为团队层面的团队创造力。个体创造

力的 Cronbach’s α 为 0.97, 团队创造力的 Cronbach’s 
α 为 0.98。 

控制变量。先前的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会

影响跨界行为和创造力(Marrone et al., 2007), 因此

我们控制住了个体层面上员工的性别(1 女、2 男)、
年龄(用年表示)、婚姻(1 未婚、2 已婚)、教育水平

(1 初中及以下、2 中专/高中、3 大专、4 本科、5
研究生及以上)和工龄(用年表示), 以及团队层面上

领导的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水平和工龄, 编码

方式同员工层面的相应变量。此外个体的悖论思

维、团队职能(1 财务、2 销售、3 生产制造、4 运

营、5 设计、6 管理、7 其他, 转化为 6 个虚拟变量)
和团队规模(用团队人数表示)也可能会影响员工跨

界行为和创造力, 因此本研究把个体的悖论思维、团

队职能和团队规模也作为控制变量, 以排除变量间

关系其他可能的解释。悖论思维的测量采用 Miron- 
Spektor, Ingram, Keller, Smith 和 Lewis (2018)开发

的量表, 共 9 个测量题目, 典型的测量题目如“当我

处理相互冲突的观点时, 我可以对问题有更好的理

解”。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86。另外, 团队来

源不同的企业, 可能存在嵌套效应问题, 为了排除

嵌套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把企业(总共 27 家企业, 
转化成 26 个虚拟变量)也作为控制变量。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2.0 和 Mplus 7.4 进行数据

分析。首先,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平均变异萃取

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检验变量间的

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其次, 采用 Harman 单因子

法和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检验同源偏差。然后, 
采用 rwg、ICC (1)、ICC (2)指标来检验数据聚合的

有效性。最后, 采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SEM)中的路径分析

检验研究假设, 并且通过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 
method)来 计 算 中 介 效 应 的 置 信 区 间 (Preacher & 
Selig, 2012)。根据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路

径分析方法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3  结果 
3.1  效度检验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比较和平均变异

萃取量检验变量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团队跨界

行为和团队创造力是团队层面的变量, 员工跨界行

为、角色压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个体创造力

和悖论思维是个体层面的变量, 所以我们用 Mplus
软件构建了跨层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变量间

的区分效度。由于角色压力、个体创造力、团队创

造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悖论思维的测量题目

较多, 根据吴艳和温忠麟(2011)的建议, 采用平衡

法对这 5 个变量的测量题目进行打包, 按照题目因

子载荷大小进行排序后, 将因子载荷最高的题目和

最低的题目取均值打包成一个测量题目 , 以此类

推。打包后角色压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个体

创造力、团队创造力均各包含 3 个测量题目, 悖论

思维包含 4 个测量题目。跨层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

果如表 1 所示七因子模型能够较好的拟合数据, 模

型中 7 个变量(员工跨界行为、角色压力、个体创

造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悖论思维、团队跨界

行为、团队创造力)测量题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除

了 团 队 跨 界 行 为 的 一 个 测 量 题 目 的 因 子 载 荷 为

0.42 略低于 0.5 外, 其余均大于临界值 0.5。并且 7
个变量的 AVE 值分别为 0.59、0.64、0.87、0.47、

0.64、0.62、0.93, 除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 AVE
值略低于临界值 0.5 外, 其他 6 个变量的 AVE 值均

大于临界值 0.5 (Anderson & Gerbing, 1988; 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 2006), 说明模

型中的 7 个变量具有一定的汇聚效度。如表 1 所示

11 个竞争模型与七因子模型相比均显著变差, 说

明 7 个变量具有区分效度。并且如表 2 所示每个变

量的 AVE 值均大于各自两两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

平方(Fornel & Larcker, 1981; Hair et al., 2006), 进

一步说明 5 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2  同源偏差检验 

为了减少同源偏差的影响 , 根据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和 Podsakoff (2003)的建议, 在研究

设计阶段, 采用不同时间点、不同来源的方式收集

数据。并且对于不同的变量分别采用 5 点和 7 点两

种不同的计分方式, 此外, 测量角色压力时还设置

了 5 道反向计分的题目。在数据分析阶段,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和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来检验

同源偏差的影响。Harman 单因子法的结果表明探

索性因子分析的 KMO 为 0.92,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

著(p < 0.000), 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总变

异的 33.04%。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结果显示, 同

源方法潜因子的 AVE 值仅为 0.35, 远远低于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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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Δχ2 Δdf 

七因子模型 369.05 122 3.03 0.06 0.96 0.95   

六因子模型 1 1310.83 126 10.40 0.13 0.80 0.76 941.78*** 4 

六因子模型 2 905.27 126 7.18 0.11 0.87 0.84 536.22*** 4 

六因子模型 3 897.31 126 7.12 0.11 0.87 0.84 528.26*** 4 

六因子模型 4 1651.73 126 13.11 0.15 0.75 0.69 1282.68*** 4 

六因子模型 5 661.23 123 5.38 0.09 0.91 0.89 292.18*** 1 

五因子模型 1 1835.17 129 14.23 0.16 0.72 0.67 1466.12*** 7 

五因子模型 2 1602.10 127 12.61 0.15 0.76 0.70 1233.05*** 5 

四因子模型 1 3078.33 131 23.50 0.21 0.51 0.41 2709.28*** 9 

四因子模型 2 2487.72 131 18.99 0.18 0.61 0.53 2118.67*** 9 

三因子模型 3721.34 132 28.19 0.23 0.41 0.29 3352.29*** 10 

两因子模型 4013.51 133 30.18 0.23 0.36 0.24 3644.46*** 11 

注: 个体层面 N = 536, 团队层面 N = 11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个体层面             

1.性别−员工 1.48 0.50           

2.年龄−员工 29.97 4.49 0.02          

3.教育水平−员工 3.68 0.76 0.07 0.01         

4.婚姻−员工 1.53 0.50 −0.01 0.58*** −0.07        

5.工龄−员工 3.66 3.84 0.02 0.56*** −0.20*** 0.37***       

6.悖论思维 3.57 0.61 −0.01 0.02 0.04 0.04 0.18*** (0.64)     

7.员工跨界行为 4.78 1.15 −0.10 0.10* 0.05 0.06 0.13** 0.20*** (0.59)    

8.角色压力 2.60 0.43 0.01 0.02 0.03 0.02 0.11** 0.08 0.15*** (0.64)   

9.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 3.81 0.52 −0.06 0.11* 0.12** 0.11** 0.19*** 0.56*** 0.19*** −0.01 (0.47)  

10.个体创造力 3.54 0.71 0.02 0.05 0.00 0.04 0.16*** 0.27*** −0.02 −0.15*** 0.33*** (0.87)

团队层面             

1.性别−领导 1.55 0.50           

2.年龄−领导 34.05 4.68 0.08          

3.教育水平−领导 3.97 0.63 0.09 0.12         

4.婚姻−领导 1.81 0.39 0.44*** 0.34*** 0.05        

5.工龄−领导 5.81 3.97 0.07 0.30** −0.07 0.31**       

6.团队规模 32.57 92.33 −0.07 0.08 −0.28** 0.12 0.28*      

7.团队跨界行为 4.63 0.68 0.05 −0.02 0.16 0.13 0.20* −0.04 (0.62)    

8.团队创造力 3.54 0.72 0.04 −0.15 0.03 −0.08 0.21* 0.07 0.33** (0.93)   

注: 个体层面 N = 536, 团队层面 N = 11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对角线括号内的数字为变量的 AVE。由于团

队职能和企业已转化成虚拟变量, 所以这两个变量没有包含在相关系数表中。 

 
值 0.5 (Dulac, Coyle-Shapiro, Henderson, & Wayne, 
2008), 表明同源偏差不会对本研究中变量之间的

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3.3  数据聚合 

本研究采用跨层设计, 团队跨界行为和团队创

造力为团队层面的变量, 但是测量是在个体水平上

进行的, 因此需检验个体水平收集的数据聚合到团

队水平的可行性。根据于海波 , 方俐洛和凌文辁 
(2004)的建议, 通过 rwg、ICC (1)、ICC (2)来检验数

据聚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团队跨界行为 rwg 中位

数为 0.92、ICC (1) = 0.33、ICC (2) = 0.7; 团队创造

力 rwg 中位数为 0.98、ICC (1) = 0.57、ICC (2) =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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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水平路径分析结果 
注: 图中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路径系数。te1 表示变量在第一时间点由员工评价, tl2 表示变量在第二时间点由领导评价。个体层面 N = 
536, 团队层面 N = 11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满足 rwg 中位数大约 0.7 (Lebreton & Senter, 2007), 
ICC (1) > 0.05、ICC (2) > 0.5 的标准(James, 1982), 
说明团队成员的评分具有足够的组内一致性, 并且

具有足够的组间差异, 组间差异分别解释了团队跨

界行为和团队创造力 47.05%和 65.33%的变异, 能

够聚合到团队层面进行后续分析。 
3.4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在个体层面上, 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显著正相

关(r = 0.15, p < 0.001), 角色压力与个体创造力显

著负相关(r = −0.15, p < 0.001)。在团队层面上, 团

队跨界行为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r = 0.33, p < 
0.001), 这些结果符合理论预期 , 为研究假设提供

了初步支持。 
3.5  假设检验 

根据 Preacher, Zyphur 和 Zhang (2010)的方法

使用 Mplus 7.4 构建两水平路径分析来检验研究假

设。结果如图 1 所示, 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员工悖

论思维、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水平和工龄, 以

及团队层面的团队职能、团队规模、企业、领导的

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水平和工龄后, 团队跨界

行为对团队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18,  
p < 0.05)。员工跨界行为对个体创造力的总效应为

负且显著(β = −0.02, p < 0.05), 说明员工跨界行为

对个体创造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 1 得到

支持。 
角色压力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员工跨界

行为对角色压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05, p < 
0.01), 角色压力对个体创造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β = −0.34, p < 0.001)。角色压力在员工跨界行为

和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 = 
−0.02, p < 0.05), 此外蒙特卡罗方法显示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0.03, −0.006), 说明角

色压力中介了员工跨界行为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

关系, 假设 2 得到支持。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

明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乘积项

系数显著(β = −0.08, p < 0.01), 说明角色宽度自我

效能感调节了员工跨界行为与角色压力之间的关

系, 假设 3a 得到支持。为了清晰地展示角色宽度自

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 我们根据 Aiken 和 West 
(1991)的方法, 按照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均值加减

一个标准差绘制调节效应图(见图 2), 如图 2 所示, 
当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低时, 员工跨界行

为对角色压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简单斜率分析的结

果表明, 当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低(均值−一个标

准差)时, 员工跨界行为对角色压力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β = 0.10, p < 0.001)。当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感较高(均值+一个标准差)时, 员工跨界行为对角

色压力的正向影响不显著(β = 0.02, p > 0.1), 并且

两组差异显著(β = −0.08, p < 0.05)。 
 

 
 

图 2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图 
 

根据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的方法检验假

设 3b 第一阶段的被调节中介模型。首先按照调节

变量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将样本分成高低

两组, 然后分别计算高低两组中介效应的大小及差

异, 如果两组中介效应的差异显著, 则说明被调节

的中介成立。结果如表 3 所示, 当角色宽度自我效

能感较高时 , 角色压力的中介作用较小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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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值 = −0.01, p > 0.1, 95%的 CI 包含 0 
[−0.02, 0.01])。当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低时, 角

色 压 力 的 中 介 作 用 较 大 且 显 著 ( 中 介 效 应 值  = 
−0.03, p < 0.01, 95%的 CI 不包含 0 [−0.06, −0.01]), 
并且组间差异显著(Δ 中介效应值 = 0.02, p < 0.05, 
95%的 CI 不包含 0 [0.01, 0.05]), 说明角色宽度自我

效能感调节了角色压力的中介作用, 假设 3b 得到

支持。 
 

表 3  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结果 

员工跨界行为(X)→角色压力(M)→个体创造力(Y)
分组统计 第一阶段

(PMX) 
第二阶段

(PMX) 
间接效应 
(PMX×PMX) 

间接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

高角色宽度

自我效能感 
0.02 −0.35** −0.01 [−0.02, 0.01]

低角色宽度

自我效能感 
0.10*** −0.35** −0.03** [−0.06, −0.01]

组间差异 −0.08** 0 0.02* [0.01, 0.05]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由于在跨层分析

中, Mplus 软件无法用 bootstrap 方法来计算置信区间, 根据

Preacher 和 Selig (2012)的建议以及他们提供的 R 语言, 我们用

蒙特卡罗模拟的方法在 R 软件中计算置信区间, 我们在文章末

尾附上了相应的 R 语句。 
 

4  讨论 
本研究从资源的视角,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在团

队和个体两个层面探究了跨界行为分别对团队创

造力和个体创造力的影响以及中介机制和边界条

件。研究结果表明在团队层面上, 团队跨界行为会

提高团队创造力, 但在个体层面上, 员工跨界行为

通过增加员工的角色压力对个体创造力产生不利

影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调节了上述关系, 相比

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 角色宽度自我

效能感较低的员工实施了跨界行为后更容易产生

角色压力, 对个体创造力的负向影响更强。学者和

实践者们应当警惕跨界行为的不利影响, 在充分发

挥其积极效应的同时, 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以往研究或者从行为对象或者从行为实施者

自身的单一角度考察跨界行为的效果 (Ancona & 
Caldwell, 1992; 宋萌, 王震, 张华磊, 2017), 而本

研究则将这两种视角整合在一起, 同时在团队和个

体两个层面探究跨界行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更为

重要的是, 聚焦到跨界行为与创造力关系的文献时, 

我们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跨界行为对行为对

象(团队创造力)的影响(徐建中, 曲小瑜, 2014), 而

本研究关注跨界行为对该行为实施者自身(个体创

造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即我们将跨界行为与创

造力关系的研究视角由行为对象转移到了行为实

施者自身, 由团队层面扩展到个体层面, 有助于学

者们和实践者更加全面的解读跨界行为。 
其次, 以往研究主要从学习和网络的视角探究

跨界行为的积极影响(Liu, Jiang, Chen, Pan, & Lin, 
2018)。如徐建中和曲小瑜(2014)的实证研究表明团

队跨界行为通过团队学习提高团队创造力。刘松博

和李育辉(2014)考察了网络中心性的中介作用, 他

们发现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增强员工的网络中心性

进而促进员工的任务绩效。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研究

视角, 本研究从资源的视角考察跨界行为的消极影

响, 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跨界行为通过增加员工的角

色压力对个体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研究结果

表明跨界行为除了会产生积极影响外, 也会对员工

产生消极影响, 从而拓展了跨界行为的相关研究。 
最后, 本研究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 发现了资

源保存理论的具体边界条件——角色宽度自我效

能感。Halbesleben, Neveu 和 Paustianunderdahl (2014)
呼吁学者们关注多种资源的交互作用并强调重点

关注环境因素的作用。本研究响应了 Halbesleben
等人(2014)的呼吁, 探究了个体内在的心理特征资

源(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个体资源损耗过程的调

节作用, 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 
4.2  实践启示 

以往有关跨界行为和创造力的研究表明跨界

行为会促进团队创造力(徐建中, 曲小瑜, 2014), 而

本研究则表明跨界行为在促进团队创造力的同时

会阻碍个体创造力, 这说明跨界行为对团队创造力

的促进作用可能是以牺牲个体创造力为代价的。即

个体牺牲了小我, 成就了大我。因此, 在实践中团

队通过成员的跨界行为提升团队创造力时, 需要警

惕跨界行为对员工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要采取措施

尽量减少这种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要对员工这种牺

牲自我成就团队的奉献精神予以鼓励和奖励。如在

组建团队时, 尽量选择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并

且多采用表扬的方式管理员工以提高员工的自我

效能感。因为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 实施了跨界

行为后产生的不利影响较小。此外团队领导可以公

开表扬、奖励实施跨界行为的员工, 让其他成员感

知到实施跨界行为是被团队认可和支持的 ,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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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方面可以减少员工实施跨界行为后产生的角

色压力, 降低跨界行为对个体的不利影响。另一方

面也是对员工牺牲自己成就团队的奉献精神的肯

定和认可 , 从而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地为团队做出

贡献。 
4.3  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 

首先, 虽然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多来源的研究

设计,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同源偏差的影响, 但仍

不能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 尤其是跨界行为和角色

压力两个变量在同一时间点收集。将来的研究可以

考虑采用实验的方式检验变量间的关系, 以便得到

可靠的因果结论。另外, 对团队创造力的测量采用

团队领导对每个成员的个人创造力评价取均值的

方式, 而不是直接以团队为对象进行整体评价, 也

是本研究的不足, 未来的研究可以让团队领导直接

对团队整体创造力进行评价 , 进一步验证本文的

结论。 
其次, 很多情况下跨界行为可能并非员工自愿, 

而是团队为适应外部环境精心安排的 (Ancona & 
Caldwell, 1992), 因此跨界行为可以分成主动和被

动两种。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跨界行为产生的效果可

能是不一样的。将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究不同类型

的跨界行为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此外, 
本研究仅关注了压力机制, 在个体层面除了角色压

力会使跨界行为对个体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外, 也

可能存在其他机制使跨界行为对个体创造力产生

积极影响。比如如果跨界行为员工具有丰富的信息

来源的话, 员工能够容易地获得丰富的甚至新颖的

观点、思想等, 进而可能促进个体创造力。未来的

研究可以继续探究跨界行为在个体层面上对个体

创造力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的双重甚至多种

机制。 
最后, 本研究是在中国情景下进行的, 所得结

论能否扩展到其他国家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中国是

一个集体主义倾向较高的国家(Hofstede, Hofstede, 
& Minkov, 2010), 中国员工更有可能会为了集体

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 因此更有可能为了提升团队

绩效积极主动做出跨界行为。相反美国是一个个体

主义倾向较高的国家(Hofstede et al., 2010), 美国

员工更多关注个人利益, 不太可能为集体利益牺牲

个人利益, 因此美国员工不太可能主动做出跨界行

为。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做出跨界行为的可能

性以及动机可能是不一样的。未来的研究可以同时

在不同的国家收集数据进行对比研究, 可能会得到

有意思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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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on this type of 

behavior have focused on its positive outco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s. For decades, research 
has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produces a wide array of positive results for 
teams and organizations. However,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such behavior has negative outcomes for individuals. 
Using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 we examined the double-edged-sword effect of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on creativity at different levels, as well as its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To test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we applied multi-wave and multi-source research design.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dyads of employees and supervisors in a company. At time 1, th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role stress, and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were measured. These variables were rated by the employees. 
Approximately a month later, we asked the supervisors to rate the employees’ creativity. These variabl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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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by mature scales. A total of 536 employees (90.32%) and 111 leaders (82.22%) responded to our surve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and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were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convergence validity of the key variables.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validate the 
hypothesis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 procedures using open-source software R were conducted to test 
mediation effects. 

Results showed that at the team level,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eam creativity (β = 0.18, p < 0.05). However,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β = –0.02, p < 0.05).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role stress (β = 0.05, p < 0.01) and role stress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creativity (β = –0.34, p < 0.001).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role stress was 
significant (β = –0.02, p < 0.05, Monte Carlo = 20000, 95% CI = –0.03, –0.006). This evidence would indicate 
that th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 creativity via role stress.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product term between the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and role-breadth self-efficacy was 
significant (β = –0.08, p < 0.01). The role-breadth self-efficac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so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ole stress was stronger for employees with low role-breadth self-efficacy.  

The study illustrated the double-edged-sword effect of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on creativity at different 
level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regard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on individual creativity, thereby enriching the literature on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 
Furthermore,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COR, which broadens the scope of research on this 
theory. 
Key words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 creativity; role stress; role-breadth self-efficacy 


